
2013 年 12 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举

行。会议对当代中国推进城镇化的指导思想、主要

目标、基本原则、重点任务以及主要着力点进行了全

面阐述，并对城镇建设的定位提出了体现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要求，特别强调了“依托

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

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重要性。[1]自

此，一个承载了千百年来中国乡村美好田园风光、慢

生活节奏式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出入相友守望相助

式共同体精神的“乡愁”概念，被诗意般泛化在历经

建国后近七十年的城乡区隔与分治，如今步入大流

动大变动大转型时代的中国人的心头，成为一个念

兹在兹的梦想和牵挂。2015年 9月，中共中央、国务

院发布《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该方案以建

设美丽中国为目标，以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为核

心，要求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

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树立山水林田

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加快建立系统完整的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2]至

此，萦绕在人们心头的“乡愁”概念，以“山水田园综

合体”的“生命共同体”方式，通过系统的理念创新、

机制创新与制度创新，进入到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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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乃至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建设的整

体布局之中。2017 年 10 月，中共十九大在北京召

开。习近平同志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中，提出了

“乡村振兴战略”，要求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

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

村工业化。[3]“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一方面是应对

长期城乡区隔与分治的矛盾而导致的城市发展快、

乡村发展慢的“二元发展困境”，另一方面是通过城

乡融合发展的途径，以城市群/区域中国的方式统筹

推进当代中国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从终极意义上寻

求有效化解“乡愁”与“城愁”的发展之道。

高流动性与“无根化”：大转型时代当代
中国城乡治理的制度与价值困境

当代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典型

特征是改革开放以来用了不到 40年的时间，走过了

现代西方发达国家要历经数百年才能走过的现代化

历程，并在2010年成功地在经济总量上超越日本，成

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无疑是大转型时代当代中

国最值得称道的成就之一。然而，由于当代中国目

前拥有近14亿庞大的人口基数，如果以人均GDP来

核算的话，还不到 1万美元，相对于美国日本西欧等

发达国家要落后很多，且中国的排名一下子要掉下去

很多，基本维持在世界各国排名七八十位的位置。而

且，按照中国自己制定的农民年均纯收入2800元标准

计算，截至 2014年中国尚有 7017万贫困人口。据最

新的统计资料[4]，截至2016年底，全国有农村低保对象

2635.3万户、4586.5万人，城市低保对象 855.3万户、

1480.2万人，农村低保平均标准是3744.0 元/人·年，城

市低保平均标准是 5935.2 元/人·年，即全国城乡有

6000万人尚处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境地。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代中国不仅城乡间存在

巨大的发展差距，而且城市社会与乡村社会内部各

自也存在发展不平衡问题；我们不仅要高度关注乡

村社会的脱贫问题，而且要高度关注城市社会的贫

困问题。贫困问题只是当代中国城乡治理众多困境

中的一大表征，而隐藏在其背后的是大转型时代因

城乡区隔与分治的制度设计与收入分配的阶层固化

特质，让“何处栖身”与“何以安身”成为当代中国城

乡治理的“阿喀琉斯之踵”。

（一）何处栖身：高流动性社会的制度困境

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当代中国开始实行市场

经济体制，通过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

用，推动整个国家经济体制的转型。但是，早在1978

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就开始的改革开放进

程所形成的经济发展格局，却是以从东到西、从沿海

向内陆梯次转移的不平衡发展为特征的。与此同

时，建国后为推动重工业引领的国家工业化进程，通

过获取农业剩余来促进工业体系的资源调配制度以

及严格限制迁徙的户籍制度，均出现了松动状况。

通过家庭联产责任制和乡镇企业制度而从土地上解

放出来的广大农民工，开始在市场机制的牵引下出

现了“孔雀东南飞”的状况。

这种状况在 21世纪头十年达到了一个高峰，其

直接后果是 2011 年居住在城镇的人口比例达到

51.3%，首次超过了居住在乡村的人口比例，且超过

了 50%这一标志线。当代中国开始进入到城市中国

时代。但是，在这 51.3%的城镇人口中，真正享有户

籍的不足 35%，而在城镇工作的约 2.3亿流动的农民

工中（2016 年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农民工人数达 2.8

亿，其中外出农民工1.7亿，本地农民工1.1亿），有房

比例低于1%。

如今，近3亿农民工如候鸟般来回穿梭在当代中

国的东中部大中城市与中西部广大农村之间，难以

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等待遇的教育、就业、医疗、养

老、保障性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成为高流动性社会

的一大主要特征。按照《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的规划，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

率达到 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45%左右。

2016年底大陆总人口 13.8亿，按照此目标测算将有

8.28亿人口生活在城镇以上的城市体系之中，而真正

融入城市体系的人口为6.21亿。这意味着广义上还

有 5.52 亿人口生活在乡村，以及 7.59 亿人口仍然无

法真正享有与城市相等的较高公共服务水平。

（二）何以安身：无根化社会的价值困境

乡愁未解，城愁又添。在城乡区隔与分治的内

生性矛盾尚未得到有效化解的大转型时代，当代中

国又全面进入城市中国与城市群中国的新姿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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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历时性与共时性交织的“共在方式”，将多年“摊

大饼”式城市发展所累积的城市治理难题，以及由乡

向城的人员流动与工作迁移所引发的公共服务供给

滞后难题，推到了人们面前，进而暴露了当代中国

“压缩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兼具发展图景与治理困境

的双重特质。

然而，由数千年农耕文明与宗法社会孕育的中

国文化传统之一，就是“安土重迁”。东汉·班固《汉

书·元帝纪》将“安土重迁”与人性、人情相连：“安土

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正因为不

愿“背井离乡”，正因为要“叶落归根”，中国古代乡村

社会特别看重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

田而食”为主要生产方式，以“丰衣足食、安居乐业，

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国泰民安、政通人和”为主要

需求观的家族共同体开枝散叶的生命意义建构。

但是，千百年来形成的所有这些看上去很“坚

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在高流动性社会

面前，仿佛一夜间不再存在，整个社会充斥着非世俗

化意义上的及时行乐方式，进而导致千百年来中华

民族精神的韧性特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其

中，在乡村社会，因为青壮劳动力长期进城务工不

归，妇孺老人成为留守乡村社会的主力，乡村社会的

空心化和老龄化日趋严重，乡村社会变成了弱者不

得不留守的“一元社会”。在城市社会，一方面拥有

城市户口的居民因城市的快速扩张，遭遇不断攀升

的房价、生活成本、交通环境拥挤、教育医疗等公共

服务供给不均与工作压力的综合挤压，成为失去精

神信仰的为生活而战的“奔波族”；另一方面拥有城

市暂住证的外来务工人员与较高学历的高级打工

者，既无法享受到均等化的城市公共服务，又无法融

入已成为“他者”聚居的城市社会，成为失去精神寄

托的为生活而战的“谋生者”，城市社会变成了“本地

人”与“异乡人”聚集的“二元社会”。大转型时代，城

市无法成为千千万万的居住者的“安身立命之所”，

自然也就变成了一座座冷冰冰的“心无所寄、心无所

安”的无根化社会。

新型城镇化：中国人乡愁与
城愁舒解的双向交融平台

高流动性的制度困境与无根化社会的价值困境

所折射的，是混合着乡愁与城愁的思绪在大转型中

国的普遍滋长：居住在城市的城里人一方面享有较

高的公共服务水平仍嫌不够，另一方面难以忍受日

益高涨的生活压力与环境压力，期待过着与山水为

伴的诗意田园生活。而居住在乡村的农村人不得不

逃离看上去诗意十足，实则公共服务水平低下、发展

机会甚少、却被城里人幻想为天堂的乡村生活。那

么，如何看待乡愁与城愁的实质？如何让乡愁与城

愁在大转型的中国能够找到融通之处？

（一）乡愁与城愁的内涵及其特征比较

何谓乡愁？[5]传统意义上的乡愁是指建立在乡

村社会农耕文明、宗法社会基础之上的，以人与土地

关系为连接纽带的祖先崇敬与鬼神敬畏，以及出入

相友、守望相助的社会价值体系，集生产生活生存生

态生命“五生”功能于一体的共同体情感。它包括三

层内涵：围绕土地而构筑的物质家园；围绕生命意义

而构筑的精神家园；围绕代际传承而构筑的血脉家

园。建立在人与土地关系基础之上的物质家园、精

神家园、血脉家园的交织，就构成了乡愁的基本

内涵。

随着人类社会从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再向信息

社会历史性演进，人类日益从繁重的土地劳作中解

放出来，乡村社会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生产方

式逐渐被规模化机械化的大生产方式替代，乡村社

会人与土地的关系随之发生革命性变革，人们不再

依赖于土地来建构人生的意义和生活的意义，土地

所赋予人类特殊的终极价值不得不让位于城市生活

所独有的“神圣、安全、繁忙”三大价值[6]；与此同时，

依土地而生的乡村聚居村落与慢节奏式生活方式，

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日显凋零与衰落，“故园依稀在梦

中”；又因 1970 年代末至 2010 年代施行的计划生育

政策而催生的少子化家庭模式，让热衷于大家族人

丁兴旺与血脉传承的中国人失去了精神上的最后

“庇护所”。当人们眼力所见的只是“与己无关式陌

生景观”时，乡愁的泛滥便不可阻遏地发生了，故乡

也就成为回不去的追忆，成为当代中国人无以逃

脱的宿命。

所谓城愁，是指城市这种奠基在人类文明历史

进程中，并集神圣、安全、繁忙“三位一体”普遍价值、

生产生活生存生态生命“五生一脉”共同体于一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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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优良生活形态。在当代中国城市发展遭遇各种

城市病的侵扰，“市民-农民”二元结构问题尚未化

解，又遭遇“本地人-外来人”新二元结构问题叠加、

城市包容性价值难以建构等诸多问题的连番冲击，

产生了诸如碎片化、原子化的生存特征，以及失去情

感共同体支撑、游荡在都市里、没有精神皈依的“异

乡客”式“孤魂野鬼”的心灵状态。

在当下中国，如果说乡愁是一种回不去的生存

状态与精神寄托，那么城愁则是一种不得不忍受的

日常生活与精神荒漠，因为现代城市生活既创造了

乡村社会无法提供的且满足人们各种欲求的高度物

质文明与丰富文化产品，又在割裂着城市各类组织、

各色人等、各种事务、各个价值的内在连接与一体化

进程，将人间、人世、人生、人性、人心共同置放于无

根的漂泊风尘中，其结果必然是“乡愁未除、城愁

又添”。

如果用公共服务水平、共同体精神、发展机会与

吸引力四大维度来对乡愁与城愁的核心构成要素做

个对比的话，可以看出乡愁呈现“三弱一强”的发展

格局，而城愁则呈现“三强一弱”的发展格局。而且，

还有一点值得特别注意的地方，相对于难以捉摸的

共同体精神，公共服务水平、发展机会和吸引力却是

实打实的能够符合“生不过百年”的普通人的理性选

择标准的。（图1）

图1 乡愁与城愁的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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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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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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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

强

（二）新型城镇化建设：乡愁与城愁舒解的互动

型战略平台

从上述对乡愁与城愁的形成机理、基本内涵与

比较特征来看，一方面我们可以发现这两种思绪的

形成视角不一样，乡愁是站在城市视角看农村，而城

愁则是站在农村视角看城市，因此其后果自然不同，

即乡愁忽视乡村问题所在，忽视所居城市的真正价

值，而城愁又夸大城市问题所在，夸大对乡村田园风

光的向往。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发现这两种思绪的

解决思路却高度交融在一起，并且呈现出一种高度

互动的特征，即乡愁的最终解决出路在城市，城愁的

最终解决出路也在城市，乡村只是乡愁与城愁解决

的战略纵深保障而已。当然，这种统筹乡愁与城愁

舒解的城市，在当代中国表现为“新型城镇化”战略

的全面登场。

新型城镇化战略不仅是推进中国工业化发展的

必由之路，而且是统筹舒解乡愁与城愁的新型战略

平台。2014 年 3 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

2020年）》正式发布。在这一事关乡愁与城愁舒解的

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党和政府将有序推进农业

转移人口市民化、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动大中小

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格局、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

能力与公共服务水平、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改革完

善城镇化发展体制机制等，作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战

略的基本内容与根本手段来对待。

新型城镇化建设作为统筹舒解乡愁与城愁的一

种新型战略平台，其根本价值在于作为城市群主体形

态的无数重要战略支点的小城镇，不仅可以作为连接

城市与乡村的“过渡地带”、城市市场和农村市场的

“结合地带”、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格局的

“支点地带”；而且可以作为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农民

从农村经由小城镇到小中大城市的“出得去”、从大中

小城市经由小城镇回到农村的“回得来”、从农村到小

城镇再由小城镇回到农村且来回穿梭的“留得下”的

“混合地带”，作为城市优质均等化公共服务水平和农

村生活意义世界与精神家园的“复合功能地带”，作为

现代化物质表征的外在城市空间形态和社会主体的

人的内在发展价值的“有机统一地带”，以及作为当代

中国城市化进程逐步进入成熟阶段之后舒解城市发

展压力、建构乡村美好生活、形成城乡均衡发展的

“城乡高度一体化地带”等。

这种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深层次意义还在于，它

可以通过城市生活方式带动乡村生活方式的更新，

将高水平的公共服务体系从城市社会向乡村社会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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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拓展和延伸，并有机吸收长久以来形成的乡村社

会生活方式中的低碳与生态成分，进而构建中国人

能够安身立命的新型生活方式；可以通过推动文化

在城乡之间、需求供给之间、资源事业产业之间、设

施技术之间、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古今之间的有

机流动，复兴乡村与城市之间的联系，将乡村社会优

秀文化基因全面挖掘和承继，推动工业文明与农耕

文明的交融与互动，构建中国人“心有所寄、心有所

安”的新型心灵秩序；可以通过城市发展资源向乡村

社会的输入与重组，推动城市社会与乡村社会的公

共服务水平、发展资源与共同体精神的互惠互利与

一体化进程，建构城市中国时代中国人与中华民族

发展的“一体化”“有根化”“有情化”“有诗意”的新

境界！

乡愁与城愁的有效化解之道：
以城市群/区域中国统筹城市
中国与乡村中国融合发展进程

《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12期发表了在复旦大都

市治理研究中心召开的“第一届复旦大学城乡治理

论坛——保守还是进取：当代中国乡村建设出路大

讨论”学术研讨会上，双方观点代表性人物李昌平、

贺雪峰的《中国乡村复兴的背景、意义与方法——来

自行动者的思考和实践》和《谁的乡村建设——乡村

振兴战略的实施前提》两篇文章。熊万胜、刘炳辉在

对二人的观点进行评析的基础上，也在同期发表了

《乡村振兴视野下的“李昌平-贺雪峰争论”》一文。[7]

综合而言，李昌平属于组织合作进取派，贺雪峰

属于基本秩序保守派，熊万胜等属于分散突围多元

派，而笔者属于区域融合改善派。

李昌平认为要实现乡村复兴，首先要解决乡村

内生动力不足问题，即如何建设和增强农民及其组

织的主体性。重建农民与乡村组织的主体性的出

路，在于通过恢复、充实和激活土地集体所有制，以

及完善村社制度，从而重振村社。通过多年的亲身

实践，李昌平提出了从土地、组织、金融、社保和文化

五大方面，以村社内置金融为切入点，重走经过改造

了的乡村集体发展之路。这是一种基于乡村建设自

身视角的比较积极进取的观点，但其不足也是显而

易见的，即忘记了60%的村庄陷入“空心化”的现实，

忘记了乡村集体发展的“资源与能力”双重约束下发

展可能遭遇到的“天花板效应”。

贺雪峰则在坚持长期一贯的“乡村建设是现代

化建设的蓄水池与稳定器”观点的基础上，对国家资

源下乡背景下差异性极大的乡村建设模式进行了分

类，如为农民在农村生产生活实施保底的乡村建设、

由地方政府打造的新农村建设示范点、满足城市中

产阶级乡愁的乡村建设、借城市中产阶级乡愁来赚

钱的乡村建设。贺雪峰特别强调了当前乡村建设的

重点应该是，为一般农业地区农民提供基本生产生

活秩序的保底。同样，这也是一种主要基于乡村建

设自身视角并稍微兼顾城市视角的比较消极保守的

观点，其过于低估了顶层设计、整体推动、主动作为

的积极作用。

熊万胜等的观点则是在二人观点上的一种调

和，一方面肯定了“李昌平-贺雪峰争论”背后凸显的

是中国乡村发展的自主性问题，只不过李昌平更倾

向于基于集体的自主发展，贺雪峰更倾向于基于个

体家庭的自主发展；另一方面，提出了在乡村整体对

城市呈现依附式发展的背景下，通过构建新型的集

体经济组织、新型的家庭经营模式、新型的集体或家

庭经营业态，创造以“分散突围”为标志的乡村自主

多元发展新路径。但熊万胜等的观点仍然脱离不了

基于乡村建设的自身视角，其分散突围的自主多元

发展模式多少有点“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

的无奈感觉。

在笔者看来，经过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持续探

索以及诸多经验教训的熏陶，在乡村建设问题上，执

政党和政府已经逐步形成了如下几点鲜明的共识：

一是城市化是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主要发展

动力，城市群中国是未来几十年中国发展的主导模

式。二是乡村建设在大流动大变动大转型的新时

代，仍然是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主题，这是要解决未

来几十年仍将居住在广大农村地区五六亿人口安身

立命的头等大事。三是有效解决乡村建设的出路不

在农村而在城市，关键在于以特大城市群和区域中

心城市群为核心的东中西部地区较为均衡布局的大

都市圈建设，以及通过大都市圈对周边地区的辐射

作用与交汇影响，走出一条中国式城乡融合发展的

新路。四是乡村建设不能放弃以乡村基础设施建

设、生活环境改善、生活方式更新、精神生活丰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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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日常交往为核心的乡村自主性建设的主体内容，

更需要通过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构建确

保乡村居民安身立命的、集生产生活生存生态生命

“五生”功能于一体的乡村共同体。

因此，首先，在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

乡村建设，有效化解乡愁和城愁的交互之困，不能脱

离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主导动力的国家战略构建

之道，即不能脱离城市谈农村，不能脱离城市群发展

战略谈乡村振兴战略，不能脱离城市中国、城市群/区

域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来思考乡村建设问题。当代

中国的分层化、地区化、阶段化的世界级城市群发展

战略、国家级城市群发展战略、区域中心城市群发展

战略等，将给城市群周边地区带来更多的城乡融合

发展机遇。

其次，不能忘记城乡长期分治带来的城市优于

农村的发展地域选择之道，即不能忘记城市的公共

服务水平、发展机会与吸引力等远大于农村这一基

本社会现实将长期存在，所谓西方国家在城市化高

速发展阶段中出现的“逆城市化”现象在未来几十年

的中国都不会发生。当代中国人的人生始终脱离不

了追求“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出入相友、守望相

助”，“国泰民安、政通人和”这些千百年来传承下来

的瓷实需求，恰恰在城乡融合发展中，中国人是可以

过上热热闹闹、风风火火、来来往往、痛痛快快的美

好日子的。

最后，不能放弃未来几十年尚有五六亿不得不

留守在乡村的广大农村居民迫切希望改善日常生活

品质的安身立命之道。也即，因为年龄、能力、职业、

文化、代际等因素综合型构的难以脱离农村的广大

农村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主要集中在改善以交通、

通讯、水电气为核心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厕所、房前

屋后居住环境为核心的人居环境，以饮食习惯、健康

体检、预期寿命为核心的医疗保障水平，以文体活动

为核心的文化精神状况，以邻里交往、村庄共荣为核

心的村庄共同体发展水平五大领域。尤其是随着以

高铁、高速公路、现代通讯技术为核心的交通通讯体

系的发展，以电商为核心的物流体系向农村地区的

拓展和延伸，以特色村庄、特色小镇为核心的乡村旅

游休闲体系的全面启动和深化发展，通过顶层设计、

整体推动、有效实施等方式，以及统筹城市群/区域中

国的战略，来推进城市中国与乡村中国的融合发展

进程，让处于多个城市群、大都市圈辐射与交汇的广

大农村地区分享城乡融合发展的红利，或是振兴乡

村的最切实可行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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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China: The Mixture and Remission of Homesickness and Urban Psychic Anxiety

————A Discussion with Li Changping, He Xuefeng and Xiong Wansheng

Tang Yalin
Abstract: The institutional dilemma of high mobility society and the value dilemma of rootless society make "where to live" and "how

to live" to be the "Achilles heel" of urban and rural govern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Due to the differences of the four dimensions

of the level of public service, community spirit,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nd the attraction, the connotations and mechanisms of

homesickness and urban psychic anxiety are mixed interacted processes, and will be relieved by the platform of New-style Urbaniza-

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construction, Li Changping, He Xuefeng and Xiong Wansheng put forward some development sug-

gestions on rural construction, which lack of the perspective from urban agglomeration/ Regional China. In the New Era, we will imple-

ment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promote rural construction, and effectively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ome-

sickness and urban psychic anxiety.We should never forget the basic laws of national strategy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better choice

of cities prior to the countrysides and the desire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daily life of 500-600 million peasants who will have to stay

in the countrysides in future. The effective path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to promote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China, and let the vast rural areas benefit from the strategy of urban agglomeration/ Regional China.

Key word: new-style urbanization; homesickness; urban psychic anxiety; urban agglomeration of China; debate

From Rural Grassroots Governance to National Governance

————The Origin of the Market-oriented Structural Reform of Korean NACF and Its Revelation to China

Yang Tuan
Abstract: Korea's National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Federation(NACF) has witnessed a development history from the government

regulation to the self-independent management. After the market-oriented structural reform in 2012, NACF seperated into two wholly

owned holdings companies, i.e. NongHyup Agribusiness Goup and NongHyup Financial Group, and restructured the ownerships of the

old industrial corporations which attached to NACF before. NACF has made new business plannings and advocated NACF ideology

promotion in new periods, striving for a new NACF Corporation mechanism of cooperations among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business corporations. The restructuring impacts of NACF have gone much beyond NACF itself. New forms of NACF's cooperation

with government agencies in governance emerge, happening in conciliation of the goals conflicts among NACF and business corpora-

tions, and among public welfare and business interests; happening also in a sustainable developemnt third way different to the govern-

mental strict regulation and the market of laissez faire; which are also beneficial for the capacity-building of the NACF grassroots coop-

eratives, and the leaderships and soft powers of NACF in soci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 All these developmental experi-

ences provide references for China's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the new era after the 19th Congress of CPC in China.

Key word: NACF; the market-oriented structural reform; reform of China supply & marketing cooperatives (CSMC）; rural grassroots

governance; national governance

Accurate Poverty-alleviation: Theoretical Basis, Practical Difficulties and Choice of Its Paths

——An Investigation of Two Poverty-stricken Counties in Yunnan

Xu Hanze & Li Xiaoyun
Abstract: After entering the poverty-alleviation stage where both“developmental poverty-alleviation”and“protective poverty-allevia-

tion”play their roles, the requirements for aiming at poverty-alleviation keeps increasing,“accurate poverty-alleviation”policy was

proposed. The theory of social refinement, the theory of 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 and the theory of social mutual-construction com-

prise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the accurate poverty-alleviation policies. Through investigation of the two state-level poor counties

in Yunnan,it was found out that in the specific processes of executing accurate poverty-alleviation policies, contradictions between pre-

cision and fragmentation, social poverty-allevi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well as systematic management and mobilized man-

agement are prone to occur. Finally, it is proposed that reforms and adjustments should be carried out in areas of systematic level, think-

ing mode and specific way of work for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and execution of accurate poverty-alleviation policies.

Key word: accurate poverty-alleviation; theoretical basis; practical difficulties; coordinativ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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